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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近代上海银行业自发组建的民间自律性金融业组织——上海银行公会，成立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1918年）。1927年以前，上海

银行公会章程等内部制度几经修订，内部机构、人事多有变化，旨在促使会员行“以互相臂助促进同业之发达”，“矫正营业上之弊害”，并

在处理与政府及其他团体关系等方面有所尝试。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颁布包括《商会法》、《工商同业公会法》、《银行注册章程》

及其实施细则、《银行法》、《储蓄银行法》等一系列金融法规。此时的政府当局旨在实行“训政”，整饬工商团体，通过控制金融业来统一

全国财政经济。1931年，根据《工商同业公会法》及实施细则，在国民政府、上海地方当局的压力下，上海银行公会被迫重新组建为上海市银

行业同业公会，原公会改组为银行学会。与以前相比，1931年至1937年期间，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的内部组织及与国民政府关系发生了较大

变化。抗战时期，上海银行公会转入为战时金融服务及设法维护同业利益的活动中。1937年至1941年底，上海银行公会在国民政府的监管下，

为反对日伪破坏金融及抗日战争，为稳定战时上海金融市场及扶助大后方的经济建设等做出诸多努力。随着日军进占公共租界及对上海实行金

融统制，中储券逐步代替法币在市场上流通，上海银行公会于1943年6月被迫向汪伪政府实业部注册，改组为上海特别市银行业同业公会，成为

日伪控制下的为其服务的社会团体之一。抗战胜利后，该组织为国民政府接收；1946年3月，国民政府最终将其重新改组为上海市银行商业同业

公会，直到1949年结束。 

二 

    对上海银行公会的研究，在民国时期即已开始。当时的研究者主要对上海银行公会的早期活动、历史沿革、内部制度、下属组织及与其他

团体的关系进行初步梳理[1]。但总的来看，因资料及时局的关系，民国时期关于上海银行公会的研究比较零散。1949年后，上海银行公会史研

究一度中断。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近现代史及中国金融史研究的逐步深入，上海金融史及银行公会研究越来越受到更多的关注，出版

有不少涉及该问题背景性的资料（注：到目前为止，已公布有一些以金融政策法规为主的相关资料。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中华民

国史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9版）；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室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上、中、下）

（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5辑，金融、财政经济及附录部分（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2000年）；上海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出版的一些外文

材料，如英文、日本资料等。但是，上述资料多为与上海银行公会有关的或背景性的资料，已出版的上海银行公会本身的资料极为零碎、分

散。另外，近年来祖国大陆及台北几家档案馆等单位，已开放有上海银行公会及其他相关的大量档案资料。）。学术界对上海银行公会的研

究，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问题。 

    （一）上海银行公会的创立、内部机构、运作及该会重要活动或关注的主要问题 

    学界首先对上海银行公会的组建、内部自律及下属组织的功能、主要业务及社会活动等进行了初步探究。其中，对1918—1927年间的上海

银行公会，白吉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研究：具有现代金融思想的银行家与上海银行公会创立的关系；成立初期的银行公会之内部结构及有关

活动，如1920年10月，上海银行公会拒绝邀请，不加入新国际银行团为北京政府贷款，并阻止新国际银行团的行动，以及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所

进行的活动；在召开全国银行联合会、成立中华银行团等活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银行公会人物的政治主张，如当时张嘉敖不仅主张新的融资

手段，而且向往由新兴中产阶级支持的议会制政府等，白吉尔认为，这是爱国行动。同时指出，上海银行公会在谋求本团体成员利益的同时，

也力求实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这一目标。白吉尔认为，早期银行公会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努力保持上海金融市场的稳定，为货币和金融

制度的现代化斗争，由于这一时期国家政权的不稳定，上海银行公会又承担了在现代化国家中通常属于制定政府政策的某种职责[2](pp.363-36

7)。白吉尔的研究方法与观点，值得在研究上海银行公会史的过程中进一步深思。 

    朱华、冯绍霆从对上海银行公会组建者及其知识结构、上海银行公会成立伊始所定之宗旨、该会下属组织《银行周报》早期版面的内容及

主要议题及上海银行公会的业务开展或主要活动，即公共准备金制度、组织银团承购公债（车债银团购车公债）、为赎回胶济铁路运动发行通

泰盐垦五公司债票、捐款救灾、筹设上海造币厂及制定营业章程等多方面进行考察后认为，这些所展现出的银行资本家的现代化意识、进取精

神，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促进了国内银行业的某些进步，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朱、冯认为，中外银行公会双方在货币兑换价格划一问

题上的合作、中外银钱业联合会成立长达数年的洽商联络，是上海银行公会及中国银行资本家纯经济视野之结果；而为借外债成立内国银团、

参加关税存放权收回运动等活动及言论，则可视为中国银行资本家对外商银行资本家的挑战。上述研究表明，中外银行公会有联络，亦有冲

突。朱、冯还对上海银行公会支持公益事业及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言行予以肯定。在考察公会的政治态度、主要人物的活动及其主张后认为，仅

看政治表现，不是正确估量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地位、作用的科学方法，应该对他们在中国金融现代化过程中作出的贡献给予公允评价[3]。 

    陶水木则认为，上海银行公会的创立主要是由浙江籍的银行家发起的，他们长期掌握着该组织的领导权，并在上海银行公会下属组织创设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4](pp.242-245)。 

    上海银行公会的早期活动一度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韩国学者金承郁通过对上海银行公会发起银行及创立人的考察，认为创办者是接触

过西欧知识和技术的“新”人物；在对上海银行公会创办的《银行周报》之内容、1919年至1923年间呼吁废两改元、筹设票据交换所与上海造

币厂等言行及公会的性质等进行研究后指出，该会倡导金融制度革新，是一个主张“改革”的组织，并在金融改革及中国金融业发展方面做出

了努力[5]。 

    如果说从20世纪80年代起，学术界仅大体关注1918至1927年间上海银行公会的话，那么，迈入21世纪，学术界则更多注意对1927年至1945

年间上海银行公会的研究。其中，对1927年至1937年间的上海银行公会，既有微观研究，也有宏观研究。在对1929年至1931年上海银行公会改

组风波的过程考察后，吴景平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实施训政，在上海地区整饬总商会等商人团体，是该风波发生的起因。上海银行公会为应对

及免受来自南京中央与上海地方等层面的压力，为维护自身尊严、保持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不愿成为市商会成员，便联络钱业公会及平津汉

银行公会等，与国民政府财政部、立法院、上海市商会进行诸多商谈或交涉，但仍难以抵御来自各方之压力，被迫筹组同业公会，并将原银行

公会改组为银行学会。吴还认为，这次上海公会改组风波，本质上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工商界实施控制与工商界反控制的体现[6]。 

    王晶则从上海银行公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公会的对外联络活动、成立银行公会联合准备会与票据交换所、银行公会的社会角色等方面加以

探讨[7]，即从宏观上对1927年至1937年的上海银行公会进行考察。 

    迄今为止，有关1937年以前的上海银行公会的研究，已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成果，但关于1937年至1945年上海银行公会的研究则较为薄

弱。吴景平通过对上海银行公会遵行安定金融办法，提出并执行获财政部核准的安定金融补充办法四条、制订实施《同业汇划暂行办法》、执

行第二次限制提存办法即所谓“马电”及上海银行公会与国民政府等在某些方面的关系考察后，认为，上海银行公会在拟定与执行国民政府上

述部分战时金融政策、法规及稳定上海金融市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8](pp.212-224)，这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林美莉，主要对抗战时期上海银行公会的部分活动进行了初步考察，认为该会在1937年至1941年间为支持采购米粮设法

提供贷款，是尽其民间团体的责任；在日军进占公共租界至1943年5月间的部分货币金融活动及与汪伪政权进行税收交涉，均表明该民间团体在

抗战时期尽力履行同业组织维护同业利益的职责。林文有益于推进对上海沦陷区经济的研究[9]。 

（二）上海银行公会的职能及作用 

    洪葭管认为，作为中国及上海金融史的开拓者——1918年上海银行公会的成立，标志着江浙财团势力的形成和发展；而上海银行公会及其



领导人创办颇有影响的《银行周报》、设立公共准备金、办同业仓库、开展外汇业务等活动，不仅有助于强化银行间的联系，推动银行业务的

发展，而且对上海金融市场的发育也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10](pp.220-225)。 

    陈正卿在考察上海银行公会三十余年的活动及上海银行业的行业地位、作用、影响后认为，上海银行公会注重遵照本会章程、业规来维护

同业利益，强调与政府及社会各方面的沟通与联系，公会注重团结、招揽众多优秀的银行人才，并致力于银行新业务、新技术的运用与开发，

对上海银行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取得的成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海银行公会的职能及作用之研究较为薄弱，但仅从宏观上研究该问题，则难以展开。由上可见，应根据各时段情况，从上海银行公会的

活动或主要问题方面，来探讨其对上海金融市场与金融制度现代化及社会政治经济所具有的历史作用。 

    （三）上海银行公会与政府的关系 

    上海银行公会对时局及与自身有关问题之反应，也是近年来上海银行公会研究的新切入点。吴景平、王晶在对“九一八”事变至“一·二

八”事变期间上海银行公会之活动进行研究后认为，“九一八”事变爆发，上海银行公会对国内宁粤政争持和解态度，公开主张以蒋介石为代

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并对上海工商界的罢市举措持消极态度；在上海和平会议期间，银行公会对宁粤息争御侮进展缓慢颇为关注，对南

京当局的统治表示不满。在蒋介石下野后出现的停付公债库券本息风潮期间，上海银行公会发起声势颇大的抵制运动，迫使孙科当局收回成

议。同时，还认为，在“一·二八”事变前后，国内形成蒋汪合作局面，上海银行公会在内债展本付息问题上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在支持淞

沪抗战、维持上海金融市场乃至国内金融业稳定，以及发起成立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1]。此外，就上海银行公

会对国内重大政治问题及在与其所代表的银行业根本利益有关问题上的态度、就银行业同业组织做出怎样的决策来处理与政府当局的关系方面

进行研究，颇具价值。事实上，当银行同业团体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一致时，同业团体才会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反之，其往往持消极态度。 

    吴景平还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颁行《银行法》、《银行收益税法》、《兑换券发行税法》、《储蓄银行法》后，上海银行公

会及金融业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进行的一系列交涉活动加以考察，指出，这不仅从一个特殊角度表明国民政府金融统制政策的形成，揭示了上

海银行公会及金融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客观上也证明这一时期金融市场的运作、金融业务的开展乃至金融体系的构架，都不能离开

法制手段。作者还进一步阐明，虽然国民政府已认识到实行金融监管立法的必要性，但由于国民政府在金融立法过程中，往往缺乏与上海银行

公会等沟通的诚意，没有充分发挥上海金融业人士的咨询作用，结果致使上海银行公会及金融业，在金融制度现代化问题上持消极立场，双方

分歧较大，一度很难沟通[12]。从金融法规的角度来研究同业团体与政府的关系，也是新的视角之一。 

    此外，学界也注意到，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银行公会在金融改革的过程中，与其他金融业团体时有论争，历经曲折。 

    （四）上海银行公会与其他团体之间的关系 

    对上海银行公会与其他团体及政府的多重关系，学界亦有突破性的研究。吴景平对上海银行公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主张乃至与其他团体

及政府的关系，亦予以关注。比如，他在对上海银行公会关于“废两改元”的主张以及钱业在此问题上的争辩，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后认

为，1933年“废两改元”之前银两制与银元制的并存，是钱庄业得以维系其传统优势与特权的重要原因；而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上海银行公

会便就“废两改元”问题与钱业公会协商，但后者始终持消极态度。1932年，上海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之间围绕是否实施“废两改元”问题发

生了激烈争辩，由于上海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所分别代表的行业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国民政府既定方针的导向，上海银行公会及其银行

业最后取得优势，得以参与拟订“废两改元”方案。而这场争辩在客观上亦为国民政府实施对银行业的统制作了相应的准备[13]。显然，这是

以双方在“废两改元”问题上的争辩为突破口，实际是对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及国民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加以研究，应视为典型的研究范

例。这也充分表明，上海银行公会的“废两改元”主张反映了当时中国金融货币改革的趋向。 

    上海银行公会与外国银行及银行公会之间的关系，亦是金融史学界关注的重要方面。近年有学者以专文对中外银行公会等的合作或联络进

行个案研究，其以1921至1929年间，上海中外银钱业联合会的筹建为例，揭示近代上海中外银钱业三方同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14]。 

    上述已出版或未刊的有关上海银行公会的论著，就方法论而言，基本上还是运用历史学的方法，注重实证性的研究；就切入点而言，有些

论著侧重于上海银行公会内部主要活动的探究。但仅研究上海银行公会内部的活动，难以了解该同业组织活动的全貌及其对外联络活动，难以

了解该组织运作的历程。因而从2000年起发表的一些颇有分量的论著，仍以银行公会为主体，以上海银行公会的决策或主张为出发点，较为重

视上海银行公会与政府当局及与其他社会团体互动关系的研究，关注同业组织与政府当局及其他金融业同业组织的合作与冲突，以较为客观地

反映出某一时期或在某一方面上海银行业同业组织活动的全貌。 

    以上均为上海银行公会课题的微观研究提供了切入点或方法论，有助于该领域研究的深入。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主体，从公会与国民政府及

其他同业组织多方面交涉、商讨活动及其作用的角度，从上海银行公会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来探讨其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从银行公会与政治

的关系及该组织的政治取向等方面，来研究包括银行公会在内的金融业同业组织，不仅对包括上海银行业同业组织在内的金融业组织研究有较

大突破，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研究方法指导，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探讨上海银行公会研究的薄弱领域。 



    上述关于上海银行公会诸问题之探讨，反映了目前该课题研究的新进展。但上海银行公会的研究属较新的领域，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

深入研究，并作出具体梳理与客观评价。总之，对上海银行公会课题的探究，尤其对1927至1949年间的上海银行公会缺乏较为全面系统的、更

富有实证性的研究著作。该时段许多前沿问题，如，各时期上海银行公会与外商银行公会的关系（1918—1941年底），银行公会内部组织（如

票据交换所、银行学会、银行周报社），抗战后的上海银行公会及该组织的结局，各时期银行公会领导人的思想、系统的政治主张、融资主

张、市场意识等等，均值得进行研究。 

    此外，对上海银行公会各时期的个案研究，均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既可有力推进目前上海银行公会薄弱领域的研究，也可通过了解各时期

银行业同业组织运作的各种环境或条件，来研究银行业同业组织的运作过程及所具有的作用，补充前人研究的不足。各时段上海银行公会课题

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推进上海银行公会史的研究，还能够促进近代上海金融史、近代中国金融史、经济史及抗日战争史、中华民国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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